
 1 

 

 廖山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上的发言（扩充版） 

唐   云 

在 2020 年早些时候我就想起正逢廖山涛先生的百年诞辰，总应该

写些什么。所以后来听文兰说起准备在 10月份举办廖先生纪念活动事

感到恰逢其时。记得十年前《数学文化》刚创刊号时，连续登载了冯

康先生的故事，文兰就提议像写冯康那样，我们也应写些廖先生的故

事。我是非常赞同的。 

既然是写故事，就应该掌握大量的材料。现在熟悉廖先生的师友一

个个离去，早些时候，在董镇喜、文兰和孙文祥编的一本《廖山涛论

微分动力系统》书中有我的一篇《回忆恩师廖山涛先生》文章。在此

次纪念廖先生百年诞辰的活动上，我做了一个比较简短的发言。但回

去之后，找到了一些廖先生当年留给我书信和亲笔写的文字。回忆起

从 1964 年开始，与廖先生三十三年的相处，及所见所闻，一幕一幕历

历在目，像放电影那样，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因此在那次大会发言

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些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和思考，做了相当的扩

充。 

我在 1963 年进入北大髙年级时选择了拓扑专门化，先是学习点集

拓扑、近世代数和同调代数等基础课程。到 1964年上半年才开始听廖

先生讲的同伦论课。虽然他带有湖南口音，但不久，大家都习惯了。

因为他每讲完一段，就把内容工整地写在黑板上，便于我们的接受和

记录。遇到比较抽象的概念他还画些简图，加深大家的理解。比如，

在讲同伦群的结构时，他先在黑板上画了两个代表不同伦型方块，然

后一步步“拼接”成一个新的伦型方块，并解释这种“拼接”的过程

是如何满足群运算几个规则的。这就引进了同伦群的概念，非常直

观，又不失严谨。记得当时有一本参考书是希尔顿的《同伦论》，但

我基本不用，因为听廖先生的讲课效果更好。他的“同伦论”课堂笔

记后来在刘旺金的协助下已由北大正式出版了，作为纪念，我至今还

珍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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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最后一学期是做毕业论文，那已到了 1964年下半年，我正

好分由廖山涛指导。本来还有一名助教帮助联系和辅导，我没找到我

的助教老师，便直接去了廖先生家。刚进门还有些胆怯，说明来意后

立刻受到廖先生的热情接待。经过交谈，廖先生指定了两篇文献让我

先读起来，然后给他报告。我从北大数学系图书馆很快找到了这两篇

英文本。当时没有复印设备，便分几天抄了下来。但细读时还是遇到

不少新的概念不好懂，只得再去请教廖先生。他让我先读斯蒂诺德（N. 

Steenrod）的《纤维丛拓扑》书作为入门，并标出一些重点章节，约

好每周去他家一次请教。我对斯蒂诺德的那本书倒很有兴趣，系统地

读了下来。有些内容如“覆叠同伦性质”，我们课堂上提到过，那本

书用了专门的章节来讲。循着文献我又搜索到了一篇好像是 1963 年发

表的关于紧致空间上覆叠同伦性质的文章，用的是数学归纳法。我记

起在一本日本人写的数学书中提到过的超穷归纳法，这似乎可以用来

把该性质从紧致推广到仿紧空间上。关键是要引进适当的序结构。我

把这个想法跟廖先生谈，他认为可以试试。但实际做起来却费了很大

劲，需要引进一些新概念，并建立一系列必要的引理和命题。花费了

几个月，总算写出了整整一本。眼看到了 12 月份，按照学校当时规定

我们这届五年半的学制，还有不到一个月就该进入毕业答辩了。经与

廖先生商议，只得把这些结果加工成为论文，并在 65 年 1 月初参加了

拓扑班的毕业论文答辩。廖先生首先肯定了这种推广，但由于没有完

成他最初给的任务，便给了五分（满分）减。 

在每周的答疑中我感到廖先生很健谈，课题之外他常谈些对于数学

发展的看法。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廖先生当时住在蔚秀园的一间普

通的平房里，门厅一张陈旧的方桌和几把木椅便是仅有的家具。冬天

添一炉火，但并不热，还不如我们住的宿舍暖和，所以每次去他家时

我总得穿厚一些。记得有次廖先生正谈得兴致时，师母买菜进门，打

开炉盖一看炉火早已熄灭，说了句埋怨话。此后廖先生就注意不时去

添煤块。那段时期我还常看到廖先生桌上放着一本翻旧了的涅梅茨基

与斯捷巴诺夫的《微分方程定性理论》书的下册。后来查到那书的最

后两章是专讲“动力系统”的，才知道他这是在创立微分动力学理论

的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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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我们那一届代数拓扑班的同学几乎都分配去教中学，我们

在京的是先去卢沟桥农场劳动，然后再去教中学。原来我在毕业的前

一年就填报了考研究生的申请，到毕业时期“清理思想”，批判“白

专”道路，我和不少同学连考研的资格都没有。在农场劳动时心里很

苦恼。我找到母校老师，一个个都劝我们要安心思想改造。唯有到廖

先生那里，听了我的诉说后，什么“道理”都没讲，只是说“有时间

多看看书，千万不要把业务荒废了”，他的这句简短的话却成了我以

后的精神支柱。后来在“文革”中，我们没人管，便趁此机会搞起了

我的数学业务本行。有次在街上看到一张小字报，提出要用“毛泽东

思想”创立一套“新数学”。经与作者联系，发觉他的数学程度虽不

高，但联系面较广，通过他联系到一些也在业余搞数学的同行。当时

我正在一所初级中学教书，任务不重。我们几个同行便常约聚在一起

讨论些共同感兴趣的数学问题。 

“文革”过后，百废待兴，我找到廖先生，希望继续“纤维丛拓

扑”的研究，把本科时的那篇毕业论文整理发表出来。他立即说，要

舍得放弃，尽早进入国际最新领域，并谈了他自己放弃代数拓扑而从

事微分动力系统研究的体会，展示了该领域的发展前景。在他的指导

下我读了斯梅尔（S. Smale）1967年的综述和亚伯拉罕（R. 

Abraham）的《横截映射与流》等文献，使我找到新的方向和方法。尽

管在 1978 年我报考廖山涛的研究生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考成，到了北工

大去教研究生班。后北大举办微分动力系统讨论班，在廖先生的关心

下我还是受邀参加，并报告了纳德茨基（Z. Nitecki）书中的一章。 

讨论班的主持人丁同仁先生在谈到动力系统的发展时说“廖先生站

在山顶，而我们都在山脚”。我想我离“山脚”还有段距离。因为我

知道动力系统是在“常微”定性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我在北大

学“常微”课时正碰上“教改”，只学过一些解法，对“定性”并不

了解。我便找到丁先生，丁当即推荐给我几本经典的常微书。后来去

美国读博士时才知道，这些书多是美国研究生的基础教材。 

记得在 1978年，廖先生多次提起在国外《数学进展》（Advances 

in Math.）上新发表的迪厄多内（J. Dieudonne）《现代纯粹数学动

向》文章，里面分析了现代数学的主流与支流，鼓励我翻译出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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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几个月翻译出来后即请廖先生指导。廖对那篇译文逐字逐句做了

多处修改。我提出在这篇文章的译者中写上廖先生的名字，或者至少

是校对者。廖先生都不同意。后以给研究生的“讲座”为名，请北京

工业大学打印出来，印刷多本，作为“内部发行”。在给研究生和高

年级学生介绍的同时，便把剩下的分发给数学界的熟人，自己还留下

一部分。这篇译文虽没有署廖先生的名字，在数学界还是产生了一些

影响。如张芷芬老师曾跟我说，江泽涵先生对此文很重视，在学术会

议上特别推荐给大家阅读。麦结华同学还寄来了一份广西数学会的翻

印本。数年以后，在《数学译林》中刊登了别人的译文。北工大一位

很有翻译经验的教授跟我说，他仔细比较了这两篇译文，认为还是我

们的那篇翻译得好。我想，这里饱含着廖先生的心血。 

迪厄多内在那篇文章中谈到现代数学的主流时，特别提到 1960 年

以来的裴雪托（M. Peixoto）和斯梅尔的研究工作。并提到 70年代发

展出来的大范围分析（今几何分析）方向。迪厄多内作为法国布尔巴

基学派的传人，他的见解在国际数学界很有权威性，而这与廖先生的

想法一致。因此我认为，廖先生的工作，应当是开拓中国现代数学的

第一人。但那时期国内媒体在涉及到数学成就时，却是大力宣传在迪

厄多内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到过的数论和函数论方面的工作。特别是在

1978年底的中国数学大会上，在新选的学部委员（院士）名单中竟没

有廖先生的名字。我与一些同事谈起此事时心理多不平。但廖先生并

不以然。不仅如此，廖先生还在上述那篇译文稿的标题旁边特别强

调：“我考虑，至少暂时，这文章不宜投稿发表，因为否则，将不利

于数学的发展。”（注 1）这表现出廖先生对当时媒体大力宣传所持的

谦让精神，仅“一杯清水深知足，默默无言散异香”，不愿以自己的

成果转移大家的目标。直到 1986 年廖先生荣获第三世界科学院数学奖

后，他的成就才为国内广泛知晓。 

在参加丁先生主持的讨论班期间我还注意到斯梅尔等人发表的关于

“大范围分析与经济”方面的系列文章。其中有一篇 Wan（万业辉）关

于多目标优化的论文。我想将其结果从有限维空间推广到无限维，这

也同当时北工大同事在搞的“优化”课题一致。我写出了初稿后即请

教廖先生，得到了廖的具体指导。在不断完善中廖先生提出争取能在

筹备中的《数学年刊》上发表。但到 1980 年间正好有一美籍华人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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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访问，希望推荐一些人才去美国深造。后通过了英语及业务测

试，并且在廖先生的推荐下，我较早就收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

罗分校（UB）的录取通知，并获得奖学金支持，成为“自费公派”很

早出国读学位的一批人。廖先生建议把那篇文章带到美国发表，这样

对我的学业会更有好处。后来发现，作为斯梅尔的学生万教授恰好也

在那所大学。通过多次讨论，万也给了我很大帮助。不久便在美国

JMAA杂志上发表。果然，UB 系里对我很重视，第二年就给了我

Fellowship奖（据说那是该校华人研究生中获得的第一个大奖）。这

使我能有机会在 1983 年上半年去加州伯克利大学访问。 

在伯克利的半年收获是很大的。当时陈省身创办了数学中心。我知

道陈先生是廖先生的博士生导师（后来还查到，廖先生还是陈培养的

众多博士中唯一留在国内的学者）。每周陈先生主持的报告会我都争

取参加，尽管许多报告我基本听不懂。但我惊讶的是，在每次大会报

告后，陈先生总能提出许多问题，甚至把报告人问住。后获悉当年在

陈先生指导期间，廖先生就发表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这是很不简单

的。在伯克利期间我还经常去数学图书馆。经查，早期（“文革”

前）的中文期刊比较全，而后来的几乎没有。我想，应是在“文革”

期间的中文科技刊物上也登载了不少毛语录而致使国外许多图书馆终

止订阅。后发现到唯一的一份中文现刊为《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

学）》，其中载有几篇廖先生的数学论文。我想，这应与廖先生的工

作受到国外关注有关。 

那期间正值国内筹备 DD4 会议。廖先生给我来信，希望邀请到斯梅

尔参加。我去找过几次，后由于斯梅尔说那期间已另有安排，而未能

如愿。直到 1989 年斯梅尔应廖先生邀请访问北大，我见到他们谈得很

高兴。 

在访问伯克利期间我还跟皮尤（Pugh）谈起廖先生在北大学报上发

表的 C^1封闭性引理的事。他说一直在注意，并且对廖先生非常钦

佩。遗憾的是他看不懂中文。回国以后我跟廖先生谈起此事。廖竟

说：“就让他们先学好中文再来看好了。既然中国人读外国文献要先

学英文，外国人读中国人论文为什么不可以让他们先学中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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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 年廖先生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后，科学出版社计划出廖

先生的专著。而廖先生只希望出他的论文选集，选几篇论文，要求按

发表的原文“复印”出来装订成册，就像斯梅尔 1980 年在《时间的数

学》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保持原汁原味。这与科学社的要求甚远，难

以沟通。后经廖先生推荐，科学出版社找到了我。我立刻了解到双方

的分歧所在，并根据科学社的要求，把廖先生两篇英文论文译成中

文，这就成为《微分动力系统的定性理论》一书现在的样式。当时我

曾建议廖先生把“C^1 封闭性引理”论文也收录。廖没有同意，大概担

心会冲散主题。 

我是在 1992年从北工大调到清华的，与廖先生近了，可以随时去

拜访。后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大力支持下，经廖先生同意，科

学出版社决定出版了廖山涛先生论文集的英文版，计划通过纽约的分

公司发行。于是，在北大组织下我们几个分工翻译，最后由廖先生审

定，于 1996年正式出版。廖先生的那篇“C^1封闭性引理”英文论文

也是在那次出版他的英文专著时加上的。我记得是在 90年代初，他对

于国外一些学者在提到此引理时常是引用一堆外国人名很有看法，因

而在出英文版时再三嘱咐要把这篇附上。                                            

据我所知，廖先生对国内微分动力系统的理论和应用两个方面的研

究和发展曾有过一套庞大的计划。在理论方面，廖先生认为他的那套

方法能克服西方学者的某些弊端，因而比较关键的论文多用中文发

表，期待中国学者早日掌握这套方法，以便在较短时期就走到国际前

沿。我想，后来文兰等中国学者所做的研究正在深入这方面的工作。 

在应用方面，记得廖先生说过，如果他年轻 20 岁就要改搞应用数

学，因而是非常支持并鼓励当时我们在清华的应用数学系从事这方面

研究工作的，并提出可称为“应用动力系统”的方向。 

廖先生对应用数学兴趣的一个动因应与湍流问题的研究有关。原来

在 80 年代，廖先生在介绍自己工作时周培源先生就跟他说过：“你的

阻碍集里边有湍流”。当时我在美国，从信中了解到廖先生对于湍流

问题的关心，还带回了一本这方面的书。后来我从廖先生那里看到在

钱学森列出的“大系统”提纲中，把廖先生的工作放到最后一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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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系统”的理论终结。经廖先生推荐，我也参加了钱学森在 710

所举办的学术活动。 

我是在 80 年代末协助科学出版社编辑廖先生的那本中文版专著期

间，才开始比较仔细读了他关于阻碍集方面的论文，并萌生了用阻碍

集研究湍流的想法。廖先生对于混沌和湍流有一套独到的想法，他认

为两者之间应当存在着一种相当的“过渡”。一谈起这种“过渡”他

的精神就来了，只可惜我当时没详细纪录下来。我想先用阻碍集方法

研究一类非双曲性的混沌吸引子，这与斯梅尔提出的 21世纪数学十大

问题中的第一个问题有关。因此，我先对阻碍集的计算提出了一个带

有“局部性”的算法（后发表在 98 年初的《数学进展》上），发现凡

是分岔点都会进入这样的“局部”阻碍集中。当时还让我的一名硕士

生计算了包括洛仑兹（E. Lorenz）吸引子在内的一些系统的“局部阻

碍集”图像，并且展示给廖先生。看到那些计算出的美妙图像时廖先

生十分兴奋，也想得很多。有一次还特地把我叫去，说基于我对流体

和阻碍集都有些了解，建议我立一项目，题目就叫“阻碍集与湍流问

题”。我担心这个题目太大，一方面希望得到他的直接指导，另一方

面计划与北大等搞湍流问题的专家建立联系。在 96 年 9月我去美国的

半年访问期间，廖先生还曾来信“我们在北京所议之题目，待你归来

后再议吧”（注 2）。 

在美期间我应邀到多处访问交流，通过讲述自己的“阻碍集计算”

课题介绍廖先生的工作，引起很大反响。我认为，随着“稳定性猜

想”问题的解决，一个系统的结构不稳定性就等价于阻碍集非空。这

一句话就把大家吸引住了。因而，很愿意听我关于阻碍集的“普及

性”介绍。一些西方学者听到廖有如此高的想法很吃惊，纷纷要去定

购刚出版的廖的英文版书来阅读；有的还建议“你这两年什么都别

搞，就把廖山涛的理论搞上去，把中国的数学搞上去”。在应邀到布

法罗 UB 报告“阻碍集”时，顺带提到曾去过 UB 的文兰有关“稳定性

猜想”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在一些教授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

我离开美国休斯顿大学的前几天，美国的 Notice上介绍了廖先生英文

版文集的通告（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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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7 年 3 月初回到北京之后，我就“阻碍集与湍流”的研究计划

向廖先生作了几次请教，当时他兴致很高，甚至想自己也学些电脑。 

不幸的是，在 6 月 6 日晚上，甘少波送来他待评审的博士论文时才

获悉，廖先生已于当天清晨离开了我们。第二天一早，我即赶到廖先

生家吊唁，并对师母表示诚挚慰问。 

第二年我申请的“阻碍集”面上项目大概过于强调与“湍流”的关

系，被认为属于“应用”的项目而未获批准。尽管许多人劝我再次申

请，但那期间遇到清华电机系正在申报“电力系统”的 973 重大项

目。主持人找到前系主任萧树铁，希望推荐应用数学系的教师参加写

申请报告。萧先生便找到我。而我在开设全校的动力系统课程时恰遇

到过一名电机系的学生，他拿来了一篇满是数学符号的论文来问我。

通过反复讨论，解决了他的问题，我也从中了解到数学在电力系统中

的重要应用。于是在申请报告中加进了不少有关动力系统方面的内

容。后来该项目被顺利通过，于是，我与所带的研究生团队也被卷入

长达数年的电力系统 973 项目的研究工作。加上廖先生的离别，“阻

碍集与湍流”的研究工作只得中断。 

回忆在廖先生去世的前几年，我经常去廖先生家。每看到廖先生用

颤抖的手书写或修改的数学论文，总想如何减轻一些廖先生的负担。

有次我谈到现在论文用电脑录入修改很方便，并出示了一份打字员用

电脑打出的数学文稿非常清晰，廖先生看到很有兴趣。要帮着买一台

用于录入的电脑。我从北大同事处获悉，廖先生有笔科研经费。但廖

先生坚决不用，坚持要自费购买。廖先生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他

跟我说，他搞研究，每年就买些书，加上复印邮寄，用手头的这些工

资就够了，不需要什么项目。他发表文章的版面费都自己掏，而稿费

也多用来买书赠人。他不愿意化国家一点钱。常说钱要化在最值当的

地方。他曾对发展我国的基础教育事业十分关注，订阅了多份报纸，

了解这方面信息，认为应当多投资。 

在廖先生去世不久，他的次子廖章林来电告诉我，他们已把廖先生

留下的笔记本和手稿收集起来，放到一个房间里。现要腾房，约我去

看，商议如何处理这批手稿。我去看到廖先生的手稿都以笔记本的形

式堆满在一个柜子里。翻了几本，都是廖先生珍贵的手书，首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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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排序。便出去买回一盒标签，贴在每一本的封面上，并按大致的

内容写上序号，记下临时命名的标题。总共有 90余本。然后再按序号

重新放入柜里。经向时任北大数学学院院长的姜伯驹老师汇报，决定

由北大接管统一处理。过了些日子，同董镇喜、文兰和一位主管图书

馆资料的负责人一齐到廖先生家，将这些手稿运回北大。 

后来我们大家一起到董镇喜的办公室整理廖先生的这些珍贵的手

稿。文兰等并选出其中一部分可能更有价值的手稿复印装订成册，分

送各大图书馆。我们几个也各保留一册。 

后来，章林告诉我在另一处房间还存有廖先生大量的书籍，希望取

走。我去看了，要分两车拉走。经与章梅荣商议，暂时存放在清华理

科楼大厅。这些书中有许多是廖先生生前订阅的美国《数学评论》之

类，现都已整理成电子版，缺乏保留价值。放在大厅里供图书馆或师

生选取。 

几年后，章林告诉我，还整理出廖先生生前的许多私人信件、奖状

和其他重要遗物。我感到这些遗物都非常珍贵，应当由北大直接收

藏。便告知北大文兰等人。后来我看到文兰已同他们联系上了，也放

心了。大多可能已收藏在北大的档案馆中。 

记得在十年前收到文兰寄来的《数学文化》创刊号时，为编写廖先

生的“故事”，曾从廖章林处获得一些家庭资料。他提到 60年代初父

母的一次“吵架”。那是在“困难时期”，我知道国家对高级知识分

子是有些“特供”的。他母亲想用“特供”改善一点家庭生活。但廖

先生坚决不同意搞“特殊化”。那时候章林还小，但只记得为此事父

母曾“吵”了起来。对这种“吵架”我深感到廖先生为国为民的高贵

品质。实际上，廖先生与师母的感情是很深的。记得在廖先生离世前

几年，我常去廖先生家。只要师母一人在家，就总跟我抱怨，说每次

廖先生犯病到医院抢救，医生总要他长期住院。但廖先生住不了几

天，只要缓过气来，没得到医生的许可就自己回来了。师母非常心

疼，当然我也非常担心。我深知，廖先生是一刻也离不开他的研究工

作的，还想过，能否像陈景润那样，在医院病床上架一张小桌，让廖

先生在病床上做研究，同时 24小时受到医生的监护，以便及时抢救。

曾从科学院处同事打听过，但没有成功。我便给了廖先生家里电话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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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联系办法，说只要一有新的情况就同我联系，我将骑车争取在十

分钟内赶到他家。有次，我老伴接到一个电话，用湖南口音问“唐先

生在家吗”。我知道一定是是廖先生的电话，因为廖先生对外总称我

为“先生“（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我便立即赶到廖先生家，生怕出

问题。一到才知道，廖先生那次担心的是师母身体出问题，赶到后已

缓和过来了。廖先生离世后，我去见师母，但她一见到我没说几句就

不自禁哭起来了，总是自责。总是说那天晚上廖先生在自己房间里写

东西。以为没事，就去睡了。要是知道，就不会去睡的。我只得好言

以慰。觉得那几年师母一直不能从悲痛中解脱，后来去的次数也减少

了。 

在此次纪念活动中看到不少与廖先生生平相关的资料。王涛正在进

一步调查和采访，想必会写出关于廖先生的更多更精彩的“故事”。

这里谈一些个人的想法。据章林说及网络查询，获悉廖先生家族有一

部详尽的族谱《衡山廖氏八修族谱》（廖佩文主编，2002），共有 42

卷。据我所知，有这样家谱的长辈对后代会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廖

先生的父辈一定从小就对他有着厚望。廖先生出生的衡山县白果镇与

与湘潭县接壤。那一地区出过不少性格倔强的伟人。这对廖先生青少

年的成长会有很大影响的。特别是，廖先生就读的中学长沙高级中学

（今长沙第一中学）是长沙市最好的学校，这对廖先生的影响是终身

的。记得在 1965 年我们去卢沟桥农场劳动期间，我们的连长也姓唐，

湖南人。在一次劳动休息时他突然问我：你们北大是否有个叫廖山涛

的教授。我说就是我的老师，便好奇地问起他怎么知道的。他说小时

候捡到一只藤箱，里面都是书。打开后看到有一本英文练习簿，封面

上写着“廖山涛”名字，里面的英文写得非常漂亮。他便把那练习簿

带回家，作为自己英文书写的范本。以后，他同我的关系不错。我提

出希望他设法能找到廖先生那只藤箱的下落。他口头上答应过，但我

想十几年以前的事，恐怕很难找寻到了。我们就分手后就没有再追

寻。但从中也可看出，廖先生在中学时期英文基础就相当好。 

在 1937 年冬廖先生中学毕业时，正遇到西南联大的前身，即在

1937年 11 月 1日成立的长沙临时大学。我想这与廖先生在中学毕业后

即去昆明读 1938 年 4 月开办的西南联大也很有关系。当时昆明的生活

是清苦的，为了解决家庭经济问题，甚至一些教授也去中学兼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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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联大毕业后的廖先生已成家，为了一家老小，即去中学教了几

年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后来在 1947 年到北大当助教一年多以后，

就被陈省身选中，先后到中研院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读博士。 

在我就读的美国 UB数学系中有一位年长华裔教授，叫袁纯，他似

乎也来自芝加哥大学，常同我提起廖先生。我曾问起当年情况，他说

廖先生同大家来往不多，总喜欢一个人读书，或思考问题。可见在美

国留学期间廖先生也是非常刻苦的，因而在短期就做出很了不起的成

果。 

廖山涛教授是作为我国数学界的一代宗师离开我们的。他培养造就

了一批很有数学功底的人才，他毕生追求数学的真谛，他的学术成就

使外国人刮目相看。他关于数学的思想是超前的，早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初他就观察到数学的未来，日后才为人们所理解；他还有许多想法

至今仍未被广泛理解或接受。廖先生是作为一名学者出现于世的，他

的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的实现需要有个时间过程。 


